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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学术界对大学模式的关注由来已久，菲利普·G·阿特巴赫教授倾向于借用“依附论”相关主张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大学”对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中心大学”模式存在的“心理依附”。中国大学近代化的100年里，曾经努力学习、借鉴日本、德国、美国大学模式，建国之后一段时间内复制苏联的大学模式。21世纪的能否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中国大学模式？本文尝试从以下方面寻找突破口，探索可能存在的中国大学模式：参与文明对话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完善和发展师范大学模式，弘扬中国学术传统；丰富孔子学院职能，增进跨文化了解；改善政策环境，培育具有卡里斯玛
的大学校长，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大学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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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tha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gives its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model. Dr. Philip • G • Altbach tends to explain the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edge University depend on the "University Center" model of United States,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article is trying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model of Chinese university, establish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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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模式是一个抽象的综合概念，其目的是为了理解和总结及借鉴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群体或某个大学在大学理念、组织特色、管理方式、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并非与某一特定学校的办学实践一一对应。正如伯恩鲍姆指出的:“不存在任何时候都能阐明一切学校各个方面特征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只能在一定的时候描述每一所学校某些方面的
特征。”[1] 在中国大学近代化的100年里，曾经努力学习、借鉴日本大学模式、十九世纪的德国大学模式和二十世纪的美国大学模式，并且建国之后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复制苏联的大学模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否为世界贡献出一种新的大学模式？因为与文化密切相关，又标志着高等教育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所以探索中国大学模式既具有文化代言的符号意义，也具有引领大学前进方向的实际意义。 
一、国际学术界部分学者对大学模式的关注

著名比较教育学家、波士顿学院教授菲利普·G·阿特巴赫倾向于借用“依附论”相关主张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依附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旨在探讨外围资本主义不发达状态成因及其对策的宏观发展理论。其主要观点是：

(1) 世界经济体系由核心国家与边陲国家构成,两者之间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前者是导致后者欠发达的根本原因；(2) 发达与不发达是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两个互为因果的方面；(3) 殖民地的依附、进口替代依附与跨国公司依附是三种形式；(4) 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克服依附关系，同西方发达国家脱钩等等。依附理论使用的主要概念有：“中心”与“边缘”，“宗主国”与“卫星国”，“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等等。[2]
在他看来，边缘大学多处于发展中国家，他们依靠工业化国家的大学，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为自己提供发展模式，边缘大学对中心大学存在着“心理依附”。 [3]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露丝·海霍教授（中文名为许美德）是专门研究大学模式的著名学者。早在1984年，她在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以《德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大学模式以及对1911以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价》为题，对大学模式进行了专门研究。从2006年开始，露丝·海霍教授及其团队致力于“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课题研究，力求在中西方文明对话中探求中国大学模式。

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智利安德雷斯·贝洛大学的安德烈斯·贝尔纳斯科尼教授对大学模式的界定为许美德所采用。在《存在拉美大学模式吗》一文中，安德烈斯·贝尔纳斯科尼指出， “大学模式主要是在‘大学的模式’或者是‘为了大学而建立的模式’的补充意义上使用。大学模式是从现实中的大学抽象出的典型，它以抽象和概括的结构抽取了现实大学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并包含了存在于学院、学生、管理者和顾客观念中的大学的概念，以及各种对大学的论述中加实用的概念的抽象和综合。 “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它（大学模式）是一种关于大学的本质、大学的角色和大学组织模式的理念，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是大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理念，而该理念会对那些占据某个具体位置、能够影响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大学的组织方式和与社会关系的人施加影响。”[4]
日本学者金子元久指出，近代大学模式是连接近代国家和大学里的知识生产和传递活动的重要发明。[5]而这样的重要发明，一直广为各国相互交流借鉴。

二、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大学模式的“东西采撷”

在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之中，大学成为重构中国社会秩序的前沿阵地。英国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认为，“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中国大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兼顾传统文化，维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要在内忧外患的动荡环境中要担负“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因此不得不先后学习和借鉴日本、美国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乃至大学模式，并且在建国之初的几年中全面效仿苏联的大学模式。

（一）以日本模式为蓝本的教育改革开启借鉴德国大学模式之路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朝野上下深受震动。痛定思痛，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主要在于教育的落后。只有师法日本，发展近代教育才能振兴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是教育上学习日本模式的最初结果”。 [6] 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 ，从高等教育的学制、高等学堂的设立、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均是仿效日本而成。但是从本质上讲，日本的大学模式源于德国。阿特巴赫指出：“日本的大学正是在德国大学很有影响的时候移植了外国的模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就采用了德国的模式”。[7]如果说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向日本学习是间接地借鉴德国的大学模式，那么从蔡元培改造北大之时起，则可以说是中国大学对德国大学模式的直接借鉴。受德国大学观的影响，蔡元培力主“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并且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了对大学的基本认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德国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大学由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四个地位平等的学院构成；教师分为正教授、副教授和助教三个等级；大学的各项事物均由全体正教授组成的教授会决定；按照学科和专业设置讲座，实行讲座制度。[8]
（二）向美国学习

“五四”运动以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中国影响日增，集中表现在1922年新学制（壬戍学制）的颁行。该学制规定的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地方伸缩余地这七项标准，集中体现了实用主义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影响。但是，从实质上讲，美国大学模式依然具有浓厚的德国色彩。亨利·菲利普·塔潘指出：“美国现代大学的理想模式，一所真正的大学就应该是柏林大学模样，应该包括教学与科研，使之成为自由教育和独立研究的场所。”[9]美国大学结构在全球影响深远，表征着世界各地大学特征的基本结构，但其自身也是熔铸了各种国际影响的混合物。最初的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学院模式，与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及美国式的服务社会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大学模式。[10]美国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公立美国大学受制于以州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私立大学则有相对较大的自主发展权；在大学的内部治理方面，公立和私立大学都通过以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来管理大学事物而实现学校自治，确保学术自由；在大学角色与社会职能方面，强调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

郭秉文领导的国立东南大学改革，是美国大学模式对中国大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代表。在学校管理上，东南大学实行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事务，同时增设董事会辅助指导校务，负责筹资、预算、选择校长等学校重点决策。在学生管理方面，实施“学生自治会”制度，实行男女同校。在大学教学制度方面，实行以主辅修制为主要形式的选课制和学分制。在大学职能方面，受美国影响，东南大学首先提出和实践“寓师范于大学”，“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强调大学的综合性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反响。

（三）复制苏联大学模式

新中国成了之初，在苏联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旨在调整中国大学地区分布，整顿高校课程设置以及改变高校名称的“院系调整”，并且全面照搬苏联的大学模式。“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特点为：专业分类过细，并且课堂结构严整。”[11]而苏联大学模式从根源上讲，深受法国的影响。法国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专业学院为主体，培养国家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教育和科研功能的分离；政府对学校进行严格的集权控制；教育要为国家服务，反对教会控制教育。[12]当时中国大学内部的单位从系和学院变成了“专业”，这种模式造成知识领域过于狭窄，大学的职能被窄化为培训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专业人员，院校之间彼此疏离等一系列消极影响。直至今日，院系调整造成的很多大学元气大伤依然隐约可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逐渐摆脱苏联大学模式的影响，重新思考发展道路上的模式选择问题，从目前中国大学的实际状况看来，无异于美国大学模式的卷土重来。从国别视角来区分大学模式，有必要注意一个前提，即所谓的某国大学模式，并非涵盖该国全部大学的全部特征，更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而是该国中部分有代表性的大学所体现出来的部分特征。之所以尝试回顾中国大学借鉴各国大学模式的历史轨迹，理解各国大学模式的特征，着眼点不在于比较孰优孰劣，也无意苛责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在这方面的差距，而是希望能够在更加宏观的时空视野下，根据今天中国大学发展的阶段和实际需要，探索大学模式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之间的适切程度，以期为中国大学的发展开拓思路，探索道路，寻找出路。

三、探索和总结中国大学模式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

大学模式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路径。因此，即可以选择已有的路径，也可以开辟新的路径。对于中国大学而言，突破阿特巴赫教授所说的对发达国家“中心大学”模式的心理依附，探索和总结中国的大学模式，要考虑到几个主要的因素：

第一，如何处理外来模式与已有传统的关系。大学模式的确立与传播，由不得急功近利的心态。总结、认可、确立和发展某一特点的大学模式，反映着传统与现实的惯性和诉求，反映着应然与实然的差异与无奈。“如何处理外来模式(影响)与已有传统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学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3]要想回答好、解决好这个重要问题，就需要我们既具有了解传统、尊重传统的历史眼光，又能够洞悉当下发展的实际和需求，还要有展望未来发展趋势的雄心和远见，而不是照抄照搬，盲目移植。萨德勒反对文化移植的一个警告非常著名：“当我们漫步于世界教育制度之林时，不能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东摘一朵花，西摘几片叶，还希望把所搜集的东西拿回去栽到自家的土里，就能长出一颗活树来。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一个活的东西，其中蕴藏着国民生活的秘密”。 [14]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及其在当今大学发展中的时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的中国大学，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教育国际化，全球化，使得中国大学有机会通过知识流动、教师流动、学生流动、合作办学等方式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借鉴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从而提高自身的实力，这是机会；如何在前进的道路上既能符合时代节拍，又不迷失方向，这是挑战。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数典忘祖。简单移植或照抄照搬他国的大学模式，可能存在这迷失方向甚至南辕北辙的风险。积极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合理应用在今日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之中，使之体现独一无二的时代价值，是中国学者需要完成的一个重大课题。著名的社会学家希尔斯说，“历史上成就的精神范型必须引发人们的信仰，才能得以传衍”。儒家思想的“同心圆”结构，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延伸过程中，因其包含着自我实现和社会责任的双重含义而被奉为经典。虽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切内涵和真正载体存在着见仁见智的理解，但是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广为接受的精神传统在中国大学中应该得以体现确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审视并大力支持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才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明。“为了形成一种中国大学精神并使其为世界学术界带来一股活力，中国大学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医学及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从而把自己无与伦比的学术遗产与在西方模式下进行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前沿研究联系起来”。 [15]
第三，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及参与文明对话的迫切需要。“全球化并不必然是一个同质化的力量，也可能为不同的文化传统提供和平共存的机会”。 [16]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积极准备，认真参与，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联合国倡导将2001年定位“世界文明对话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明对话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平等发展的必然步骤。它使全球化更具人性，它是持久和平的基础，孕育着不同历史传承和传统的人类共存的良知意识。”[17]在“文明对话”的历史时空中，大学还承载着“文化外交”的职能。大学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传播中国文明的前沿阵地。起源于欧洲的大学扮演着基督文明和文化的传承者，阐释者的角色。更进一步说，大学，可以成为文明的“扬声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文明对话来自中国的声音。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古铭斯·尼韦勒（Robert Cummings Neville）在1998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指出：“今天，世界各地的哲学界，能够把儒家思想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相提并论，让东西思想互相学习，互相补足，这是史无前例的。”[18] 

第四，中国大学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外围圈”的实际处境。“大学的历史传统是西方的传统，并且几乎与第三世界的知识或教育传统没有关系。”第三世界的大学“从学校模式到课程、教学技术和有关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基本观念都是西方的”。 [19]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承认目前处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外围圈”的实际处境，并且积极、审慎参与国际国际合作，争取互利双赢。

第五 ，中国大学如何处理好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克拉克·克尔曾经指出：大学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在服务于文明社会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20]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大学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必须要处理好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如果把成长中的中国大学看成蕴育中的胎儿，那么政府的行政权利有时候就像缠绕在胎儿脖子上的脐带一样，既因其给胎儿的成长输送养分而在一定阶段上显得必不可少；又因其可能让胎儿窒息而不得不在合适的时候将其剪断。当然，我们并非脱离实际地追求政府对大学“不闻不问”，而是呼唤大学能够拥有足够的自主空间。于此同时， 我们需要合理厘定大学与社会的边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指出：“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21] 大学并非无所不能，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方面要坚持“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提供“巴斯德范式的社会服务”。 [22]
四、探索“中国大学模式”的突破口
菲利普·G·阿特巴赫指出：“国际性的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最显而易见的。”[23]从德国大学模式独步天下到美国大学模式执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牛耳的变迁引起了世界科研中心从德国到美国的转变。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大学模式的选择与变迁，是大国崛起与博弈的结果。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诉求的结果。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大学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在发展中，我们发现某种大学模式的可取之处；同样，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某种大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无论怎样，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大学模式也处于动态而非静态过程之中，是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这就说明，大学模式并非一成不变，更非独一无二。现在是否已经存在一个清晰而独特的中国大学模式或许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中国大学模式的形成至少是一种趋势，一个方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过：“直接决定人们行为的是（物质和观念的）利益，而非观念。但是，观念所创造的‘世界观’往往像扳道工规定着利益驱动行为前进的轨道。”[24]这句话告诉我们，观念在引导和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重大作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求解“钱学森之问”、实现“大国崛起”，都需要我们在观念的指引下，探索和总结可能存在的中国大学模式，寻找适合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中国大学的发展轨迹。

探索中国大学模式，可以尝试以如下几方面作为突破口：

参与文明对话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露丝·海霍教授认为，中国大学模式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继承的基础上，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成功经验，书院制就是一例。她在肯定中国大学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做法的同时，提醒中国大学应该认识到，西方大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它有自己的局限，未必适合中国，所以中国大学应该对之加以分析和借鉴，应该奠基于具有独特神韵的中国文化。在她看来，中国大学模式的兴起并非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替代，而是一个吸收西方大学模式优点、提升中国文化内涵的超越过程。[25] 
完善和发展师范大学模式，弘扬中国学术传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师范大学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师范大学在传承文明方面的独特价值与作用。“师范学校或学院的学术气质和风格与大学明显不同。师范院校极其注重整体的道德养成,以整合的方式对待知识体系的各个基本领域,并且按照一项职业的要求集中发展其职业技能。相比之下,大学则强调知识体系中的理论学科，按照专业把知识体系分隔开来；强调价值中立,这使得现代科学的出现成为可能；强调对自由思想和开放式问题的一种唯理探讨。”[26]露丝·海霍教授认为，面对全球化时代不断加强的大学模式趋同这样一种趋势，中国的师范大学有能力也有必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保留中国大学自身的特色。

第三，丰富孔子学院职能，增进跨文化了解。孔子学院是以开展对外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中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2004年11月21日，中国在国外开设的“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创立。随后不久，美国第一所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相继成立。截至 2009年底，全球共启动孔子学院 282 所，272 个孔子课堂。分布在88个国家和地区。[27] 设立孔子学院的初衷在于为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学习提供便利，但是，“孔子学院当然不应该满足于一个办学个体的定位,而要致力于成为所在地有影响力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为真正意义上传播中华文化的代表”。 [28] 文化交流，有利于减少误解，增加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与理解。孔子学院应该超越对外汉语教学的培训功能，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舞台，担负文化外交的时代使命。同时，孔子学院依托大学设立，这也加速了中国大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大学通过孔子学院，让世界了解到中国文明的真谛，促进文明多样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促进和实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

第四，激励和培养具有“卡里斯玛”的大学校长。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三种统治类型：理性型、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 “卡里斯玛”概念原为德国法学家索姆所创，用以表示早期基督教教会创建者们所具有的精神使命感。韦伯借用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卡里斯玛是是人在体质上和精神上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被视为超自然的才能。具有卡里斯玛的领袖人物会因其特殊的超凡魅力被信从者追随和拥戴，由此形成卡里斯玛型组织。[29]在陈洪捷教授看来，蔡元培就是一位典型的具有“卡里斯玛”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是一个学校的一面旗帜，是大学模式形成的关键要素。开展卓有成效的办学实践，体现卓尔不群的治校方略，挖掘丰富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营造以人为本的民主氛围是影响大学校长威信的核心要素。办学实践是否卓有成效，取决于大学是否培养了优秀的人才，发展和传播了知识和真理，提供了适度和优质的社会服务，是否享有广泛的社会声誉。治校方略的卓尔不群，体现在他是否思想独立，思路开阔，拥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和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和推进学校改革的魄力。挖掘丰富独特的文化土壤则表现在大学校长在打造大学精神气质和发扬学术传统方面的作为。以人为本的民主氛围对于大学校长而言，意味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大学组织文化的特性，倡导学术自治，确保学术自由，为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志趣的学者和学生提供畅通无阻的交流平台，保障教学科研的密切结合。
从历史上看，大学模式的借鉴与改造，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学习生活经历的精英载体。19世纪下半叶一些在美国大学发展史上具有影响的大学的校长大都有着在德国留学或考察的经验与背景。如密歇根大学校长塔潘、安吉尔,康乃尔大学校长怀特、亚当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明尼苏达大学校长福韦尔,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亚当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纳德、巴特勒等。[30]正是这些曾在德国留学的美国精英青年，感知并且认同德国的大学理念和模式，在日后执掌美国大学校政的过程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改造了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最终使得美国大学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且逐渐形成了美国大学模式。

大学校长在大学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并非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大学校长身上。大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大学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与提炼，究其根本，更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充分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如何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大学模式，是教育决策部门、大学校长、专家学者乃至整个知识界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第五，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大学有序发展。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和特征，学者们有各自的理解。“现代大学制度是指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大学外部关系、内部组织结构及大学成员行为规范的体系。”现代大学制度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要使大学具有充分的自主权、灵活性和创造力，能够主动适应正在建立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承担起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为建设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要遵循教育的自身发展规律和作为“学科共同体”及“高素质人才密集地”的高等院校的办学规律，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和心理特征，解放教育生产力,激发师生的创造力。 [31]也有学者指出：现代大学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大学理念、管理体制、多元投资、政校分开、依法治校、教育与经济相结合等。[32]]还有学者专门从“现代”的规定性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认为 “现代”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主体性、二是开放性、三是人文性、卓越性。 [33]]
对于中国高校而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体现在调整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学术与行政的关系。大学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它所掌握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是“学术性的、科学的、适度的服务”。因此‘学术主导’应当取代‘政治主导’、‘经济主导’和‘行政主导’，成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轴，成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轴。”[34]]
结语

中国大学昂首阔步走向“世界一流”的过程中，回望百年近代化之路，在为取得的丰硕成果赞叹时，我们也无法回避正在经历的剧痛：人才流失严重，大师与我们渐行渐远，创新型人才难得一见。对于他国大学模式的借鉴，由于我们的“误读”与“误用”，难免出现“南橘北枳”的尴尬局面。如涂又光先生所言，充其量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探索中国大学模式，是大学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只有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为西方学术模式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后期所产生的影响作一个综合的判断。希望中国的内部和外部的紧张局势都得以解决，一个鲜明的中国现代大学的模式能够形成，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35]这是露丝·海霍教授20年前提出的命题，时至今日，中国的发展环境，国际地位和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远非20年前可比，我们希望通过探索可能存在的“中国大学模式”，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为增进文明多样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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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斯玛（Christmas)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


�关于东南大学改革的部分，主要参考了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








